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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风险厌恶型多产品企业的贸易模型, 以揭示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 并分析其作用机制。 实证结果

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了我国企业的专业化生产, 主要体现为出口企业

的产品种类减少、 核心产品的出口份额增加和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降低; 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融资约束较低、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更

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分散风险和改变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来影响企业的

产品范围。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应对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及我国外贸政策的调整

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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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当前, 高度不确定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制约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是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特别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与贸

易保护主义盛行, 贸易政策的频繁变化对我国 “稳外贸” 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 已有研究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经济运行具有不容忽视的

影响, 其不仅在宏观层面直接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量 (Handley, 2014[1] ; Handley
 

and
 

Limão, 2015[2] ), 也会在微观层面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直接冲击 (佟家栋和
李胜旗, 2015[3] ; Handley

 

and
 

Limão, 2017[4] ; Crowley
 

et
 

al. , 2018[5] ; Liu
 

and
 

Ma,
 

2020[6] )。 事实上,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正成为

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 ( Handley, 2014; Handley
 

and
  

Limão, 2017; Steinberg,
2019[7] ; Caldara

 

et
 

al. , 2020[8] )。 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对出口企业生产行

为的影响并厘清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从而谋求应对之策, 是当前摆在学者和政策制

定者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已有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产品企业, 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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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多产品企业①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Bernard
 

et
 

al. , 2010) [9] 。因
此, 深入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关键是探究多产品企业如

何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与单产品企业仅面临进入、 退出市场的选择不同, 多产

品企业对产品范围与结构的调整是企业有效配置内部资源、 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竞

争力的重要途径 (Eckel
 

and
 

Neary, 2010[10] ; Mayer
 

et
 

al. , 2014[11] ; Eckel
 

et
 

al. ,
2015[12] )。 在贸易政策变化的背景之下, 多产品企业不仅面临着国际市场贸易成本

变化的外生冲击, 也面临着国内市场贸易企业的竞争 ( Bernard
 

et
 

al. , 2011[13] ;
易靖韬和蒙双, 2017[14] ), 同时产品范围的调整决策还受到企业自身生产率、 竞争

策略以及组织效率等特性的制约 ( Nocke
 

and
 

Yeaple, 2014[15] ; 钟腾龙和余淼杰,
2020[16] ; Bas

 

and
 

Paunov,
 

2020[17] )。 由此可见, 在不确定的贸易政策环境下, 多

产品企业如何调整其出口产品范围是一个重要问题。
21 世纪以来, 中国经历的最为重要的一次贸易政策调整即为 2001 年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 (WTO)。 作为战后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石, WTO 对于成员之间的关税约

束做出了明确的非歧视性和互惠性的原则要求, 这使得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的关税变

动的不确定性大幅降低。 以中国对美国出口为例, 在加入 WTO 之前中国对美国出

口的产品虽然可以暂时享受最惠国关税税率, 但仍需每年接受美国议会的审议, 即

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的关税税率随时面临着上升至 “斯姆特-霍利” 关税税率的

水平, 而加入 WTO 之后我国则自动享受最惠国关税税率, 避免了每年接受审查的

不确定性。 利用这一关键的国际贸易政策变化, 本文构建基于企业预期的关税政策

变化概率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Handley, 2014), 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

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具有如下贡献: 第一, 本文构建了包含风险厌恶型企业

的多产品贸易模型, 这对于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多产品企业的生产行为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基于模型的均衡分析结果, 本文提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够

通过分散风险与改变竞争环境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的产品范围; 第二, 本文提供了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新证据, 实证研究发现, 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下降促使企业减少产品种类并增加核心产品份额, 而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

降对融资约束较低、 生产率较高的行业的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更大, 这反映出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变动对于不同企业具有异质性的作用效应; 第三, 本文提供了关于贸易不

确定通过分散风险和改变竞争环境两个渠道影响企业产品范围的实证证据。
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会对深入理解贸易政策变化的经济效应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依据: 一方面, 深入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及机制可以帮助多产品企业应对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与产品布局, 培养出口比较优势; 另一方

面,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高涨、 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的国际环境

下,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当今中国的 “稳外贸” 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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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 2000—2006 年我国多产品出口企业数目在出口企业中年平均占比达到 70%以上。



二、 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 Bernard 等 (2011)、 Handley
 

和 Limao (2015,
 

2017) 的理论模型,
构建了一个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多产品企业的理论模型。 本模型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放松了传统贸易模型中企业风险中性的假定, 分析了风险厌恶型企业在面临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时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问题①。 本模型包括两个国家: 本国和外国。 产

品之间具有水平差异化, 在每个产品类别下, 企业选择生产不同品种的子类产品。
(一) 需求、 供给与定价

消费者通过消费产品获取效用; 产品标记为 [0,
 

1] 区间上的连续统。 本国企

业代表性消费者具有 Dixit-Stiglitz 的常弹性效用函数: U =[∫1

0
Q(ω)

κ-1
κ dω]

κ
κ-1, κ >

1, 其中, ω 表示产品的种类,
 

κ 表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Q(ω) 表示产品 ω 的消费

指数, 本文将其定义为 ω 产品类别下不同子类产品的 CES 加总:

Q ω( ) ≡ ∫
υ∈Ω ω( )

z ω, υ( ) q ω, υ( )[ ]
σ-1
σ dv[ ]

σ
σ-1, σ > 1 (1)

其中, Ω ω( ) 表示该国消费的 ω 产品种类下子产品的集合,
 

q ω, υ( ) 表示产品

类别 ω 下子产品种类 υ 的数量, z ω, υ( ) ⩾ 0 表示该子产品特征, 亦刻画消费者关

于产品 ω, υ( ) 的偏好强度。 这里假定 κ < σ , 这个假定说明跨产品间的可替代性

小于同一产品类别下子产品间的替代程度。 与消费指数对偶的产品 ω 的消费价格

指数可以表述为:

P ω( ) =[∫
υ∈Ω ω( )

p ω, υ( )

z ω, υ( )( )
1-σ

dυ]
1

1-σ (2)

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可知, 对于子产品 ω, υ( ) 的需求函数为:
q ω, υ( ) = E(ω)P ω( ) 1-σz ω, υ( ) 1-σp ω, υ( ) -σ (3)

其中, E ω( ) 表示外国消费者对产品 ω 的总花费。
本文假定企业可以生产多个产品, 而且产品在企业内部与企业间均存在水平差

异。 与 Nocke 和 Yeaple
 

(2014) 的假定相同, 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 了解

其管理能力 M , 并需要将其分配到不同的产品管理上。 如果企业生产产品的范围

为 N, 那么其生产每个产品的生产效率为 φ M, N( ) = M
N( )

a

, 其中, a ∈ (0, 1) ,

对所有企业相同。 企业需要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 生产 q 单位产品, 企业的劳动需

求量为 l = q / φ ,
 

因此企业生产单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为 c = w
φ M, N( )

, 其中, w 表示

本国工资率水平。 对于任意产品种类 ω, υ( ) , 企业的可变利润为 π φ, z, τ( ) =

(p ω, υ( )

τ
- c)q ω, υ( ) , 求解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以出口产品定价为标准的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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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此之外, 本文还构建了基于风险中性的企业的理论模型, 并指出该模型均衡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下降会增加企业的产品范围。



本加成率定价方程:

p φ, τ( ) = σ
σ - 1

wτ
φ M, N( )

(4)

其中, σ
σ - 1

表示成本加成率, τ 等于 1 加上关税税率。 企业出口单个产品销售

收入和可变销售利润为:
r φ, z, τ( ) = E(ω)P ω( ) 1-σ(m- w) 1-στ -σ(φ M, N( ) z) σ-1

 

(5)

π φ, z, τ( ) = r φ, z, τ( )

σ
= Ξ(ω)τ -σ(φ M, N( ) z) σ-1

 

(6)

其中, 定义 Ξ(ω) ≡ 1
σ
E(ω)P ω( ) 1-σ(m- w) 1-σ 为需求参数。 为表述简便, 后文

略去产品标记 ω 和 υ 。 假定 z 的分布函数为 G z( ) , 概率密度函数为 g( z) 。 不失一

般性, 假定 z 服从最小值为 zmin > 0, 参数为 γ 的帕累托分布: G z( ) = 1 -
zmin
z( )

γ

, γ

> 1。 假定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最低产品属性为 z∗ , 则企业生产的总产品数为 N =
( zmin / z∗) γ , 企业的总可变利润可表示为:

Π N, τ( ) =
ΞMa σ-1( ) τ -σ∫∞

z∗
zσ-1dG z( )

zmin
z∗( )

aγ σ-1( )
= Θτ -σN

γ- σ-1( ) (1+aγ)
γ , Θ ≡

γΞMa(σ-1) zγ-1
min

γ - σ + 1

(7)

为了保证企业的最优化问题有正常解, 本文假定参数满足: σ - 1 < γ
1 + aγ

。

式 (7) 表明, 企业增加产品数目在边际上可以增加其可变利润, 但是该增长呈边

际递减。 而管理能力更高的企业在生产同等数目的产品时能够生成更多的利润。 本

文假定企业为风险厌恶型的, 其目标函数为:

max
N

E Π N, τ( ) - NKe[ ] - ρVar[Π N, τ( ) ]{ } ,
 

ρ > 0 (8)

其中, Ke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 而 Var[Π N, τ( ) ] 表示企业

总利润的方差, ρ 刻画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 ρ 值越大, 表示企业越厌恶不确定性导

致的利润波动。
(二) 不同贸易政策环境下的企业产品范围

在确定性贸易政策下, 关税 τ 为确定常数 τ
-

, 总利润方差为零。 此时企业的目

标为最大化 Π N, τ( ) - NKe , 求解该问题得到企业的最优出口范围为:

ND = θΘτ
- -σ

Ke
( )

1
1-θ

, θ ≡ γ - (σ - 1)(1 + αγ)
γ

, θ ∈ (0, 1) (9)

式 (9) 说明, 在确定性贸易政策下, 企业生产的产品数目关于关税和出口固

定成本均递减, 而关于企业的管理能力 M 和需求参数 Ξ 递增。 生产能力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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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更多的可变利润, 从而在产品属性较低时仍然可以克服固定成本获取利

润。 增加关税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降低商品需求与可变利润, 这会需要更高的产品

属性加以补偿。 这一结论与 Bernard 等 (2010,
 

2011) 的相同。
现在从关税税率变化的角度引入不确定性从而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

口产品范围的影响。 假定每个产品的关税 τ ω, υ( ) 具有相同分布, 且允许任意两

个不同产品的关税税率相关系数为 ρ v, υ′( ) ∈ [ - 1, 1] 。 为便于分析, 这里假定

ln τ( ) ~ N(μτ, σ2
τ) , 即关税服从对数正态分布①。 如果 σ2

τ 越大, 那么企业面临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大。 给定 τ 的分布, 可知 ln τ -σ( ) ~ N( - σμτ, (σστ) 2) 。 从

而企业的预期利润为:

不失一般性, 本文可以将企业总利润均值方差表述为:

因为产品数目变化时, 企业的利润总方差会由于税率本身的方差和不同产品之

间的协方差而发生改变, 从而总方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产品范围②。 式

(11) 还表明, 对于特定企业, 当关税方差增加时 (即 σ2
τ 变大), 产品的方差会增

加。 在此处 V(N) 可以是关于 N 的一般函数。 求解最大化企业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

题, 得到最优产品范围为:

NU = θΘτ
- -σ

Ke +ρ θΘ( ) 2V′(NU)D(τ -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1-θ

(12)

当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时, 企业的产品范围为关于关税变量 τ -σ 的增函数。
与确定性贸易政策情况下类似, 固定成本增加会缩小产品范围。 具体有:

NU =λUND (13)

λU =[1 + ρ θΘ( ) 2V′(NU)D(τ -σ)
Ke

]
- 1

1-θ
 

(14)

当 λU > 1 时, 不确定的贸易环境会扩大企业的产品范围; 而当 λU < 1, 不确

定的贸易环境会缩小企业产品范围。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的变化取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如何影响 λU 。 λU 的变动取决于 V′(NU) 。
V′(NU) 衡量的是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扩大产品范围来分散价格变动的风险,
从而应对不确定性。 如果 V′(NU) 小于零, 则说明企业扩大产品范围可以分散关税

不确定性带来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 如果 V′(NU) 大于零, 则说明企业增加产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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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使用对数正态分布主要是为了使模型具有更加直观的解析解, 考虑定义在正实数域的关税分布不

会影响模型分析的核心作用机制。
当企业生产两个产品属性相同的 v和 v′时, 其总利润方差可近似表述为 2(1 + ρ(v, v′))Var(τ -σ) , 此

方差将小于单个产品的利润方差 Var(τ -σ), 当且仅当 ρ v, v′( ) < - 0. 5。



围会增加总利润的价格波动。 当 ρ = 0 时, 企业为风险中性, 则 NU =ND 。
(三) 比较静态分析与作用机制

1. 风险分散

为了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选择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 本文分析关税方

差 σ2
τ 变动对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 因为关税的平均水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产

品范围, 为了分离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需要控制企业面临的预期收益不

变: e
-σμτ+

(σστ) 2

2 =τ- -σ 。 此时, 有 E τ -σ( ) =τ- -σ , D τ -σ( ) = [e σστ( ) 2

- 1]τ- -2σ 。 当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 企业的期望收益与收益的方差同时增加。 即使平均关税不发

生改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仍然有可能增加企业出口的预期收益。 对 λU 关于

σ2
τ 求导, 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
 

当 V″ = 0 时, 如 V′ < 0,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缩小企业出口产品范

围; 如 V′ > 0,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①。
命题

 

1
 

强调企业通过扩大产品范围来分散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风险。 只有该

风险分散渠道具有较大作用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才会引致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的扩大。 在传统贸易模型中, 企业一般假定为风险中性, 从而多产品企业的风险分

散行为被忽视。 于是, 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缩小企业的产品范围 ( Bernard
 

et
 

al. , 2011;
 

Handley
 

and
 

Limao, 2015,
 

2017)。
2. 竞争环境

为探究竞争效应, 需要考虑需求参数 Ξ(ω) ≡ 1
σ
E(ω)P ω( )

1-σ( σ
σ - 1

w) 1-σ 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 假定 E(ω) 与 w 不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从而主

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价格指数变动, 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环境。 价格

指数可以表示为:

P(ω) = ∫
υ∈Ω(ω)

σwτ
σ - 1( )

1-σ

φ(ω, v) σ-1z(ω, v) σ-1dvé

ë
êê

ù

û
úú

1
1-σ

　 　 　 　 = σwE(τ1-σ)
σ - 1

[∫
M∈M

∫ zmin

(NU) 1 / γ

M
NU( )

a(σ-1)

zσ-1dG( z)dH(M)]
1

1-σ
 

(15)

第二行等式运用到 τ 与变量 φ 和 z 的独立性。 M 表示均衡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

业管理能力的集合。 假定企业所有者的保留效用为 0, 那么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

界条件为:
E Π(NU, τ) - NKe[ ] - ρVar Π(NU, τ)[ ] = 0

 

(16)
式 (16) 与价格指数共同决定了均衡的价格指数 P(ω) 。 首先, 关税会直接

影响产品价格指数, 这反映在 E(τ1-σ) 上。 因为 E(τ1-σ) =τ- -σeμτ
+2σ-1

2 σ2
τ , 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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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增加会倾向于通过调整关税的分布来增加平均价格。 其次, 当企业通过多

元化生产分散风险的渠道存在时, 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扩大企业的生产范围。
此时有 NU 增加。 由于管理能力被分散到更多产品, 这时企业生产的平均效率会下

降, 倾向于增加单个产品价格从而增加平均价格。 此外, 由于企业扩大了经营范

围, 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 倾向于降低价格指数。 最终价格指数的变化取决于三

者的综合效应。 如果平均价格指数增加, 企业感受到竞争程度下降, 那么更多的企

业生产产品并进行出口, 直至进入的边际企业所有者的预期效用为零。 反之, 企业

的竞争环境恶化, 效率较低的企业会停止生产并退出出口市场。 结合式 (12), 有

如下命题。
命题 2: 当 V′ < 0 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如果导致竞争程度增加, 即

P(ω) 降低从而 Θ 降低, 那么企业会缩小产品范围来应对竞争环境的变化; 而如果

企业面临的竞争变弱, 那么企业会扩大产品范围。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2000—2006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数据库、
世界银行 WITS 数据库和 WTO 关税数据库 (WTO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样本涉

及到中国 372 个城市的 53
 

493 个制造业出口企业。 除此之外,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的部分把样本延伸到了 2013 年。
本文对以上数据库做了合并: 第一步, 将 WITS 数据库和 WTO 数据库的关税

数据合并, 利用 WTO 成员在样本期间 HS6 位码产品层面的约束关税税率、 最惠国

关税税率和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RTA) 后对中国的优惠关税税率计算每年目的国

HS6 位码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第二步, 将产品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标

匹配到中国海关数据库中, 计算年份-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第三

步, 参考聂辉华等 (2012) [18] 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筛选, 先后利

用企业名称、 企业电话号码后 7 位和企业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对中国海关数据库和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 由于加工贸易类企业得到各种进出口的政策优惠和

补贴, 并且很多加工贸易类型企业是接受国外市场的订单, 生产和销售决策很大程

度上并不是企业自身能够决定的, 因此本文借鉴 Liu 和 Qiu (2016) [19] 的方法将其

从样本中剔除①。
(二) 变量设计

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来源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贸易政策发生不利于企业变化

的概率; 另一方面是变化幅度的大小 (余智, 2019) 。 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
面临的出口产品关税是相对稳定的, 对于中国的所有企业来说, 贸易政策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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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借鉴 Liu 和 Qiu (2016) 的研究, 定义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占总出口额年度比重大于 50%的企业为加工

贸易企业, 剔除部分的样本约占总样本的 35%。



利于企业变化的概率是相同的, 因此, 文献更关注于贸易政策发生不利于企业变

化的幅度的大小来探究其对企业的影响。 这一类文献用 WTO 成员的关税上限与

实际关税之间的差距来度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Handley, 2014;
 

龚联梅和钱学

锋, 2018[21] ) 。
本文借鉴 Handley 和 Limão ( 2017) 、 佟家栋和李胜旗 ( 2015) 的方法, 以

比值法度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TPUict =
1 -

τB ic

τMFN ict
( )

-σ

WTO 成员

1 -
τMFN ic

τP ict
( )

-σ

签订 RTA 国家(地区)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7)

其中, TPUict 表示 t年产品 i (HS6 位码) 在目的国 (地区) c层面上面临的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 τB ic 表示限制性关税税率, τMFN ict 表示最惠国关税税率, τP ict 表示与中

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 (RTA) 的国家 (地区) 对中国的优惠关税税率。 本文借鉴

Handley 和 Limão (2017) 的经验文本, 取商品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 σ = 3。 基于已

有文献, 本文区分了与中国签订了 RTA 的国家 (地区), 这是因为区域贸易协定

下的优惠关税比最惠国关税有更优惠的税率, 如果是没有与中国签订区域贸易

协定的国家 (地区) , 其关税上限便是限制性关税, 本文使用限制性关税税率

和最惠国关税税率之比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而对于与中国签订了区域贸

易协定的国家 ( 地区) 来说, 优惠关税税率会更低, 本文使用最惠国关税税

率与优惠关税税率之比衡量这些国家 ( 地区) 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这里的

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实际关税可能的变动幅度, 关税上限与实际关税之间的差

距越大, 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关税可能上升的空间越大。 虽然本文构建的指标

没有直接衡量关税上升波动幅度, 但本文分析结果显示①, 约束关税和实际应用

关税差距越大 (即 TPUict 越大), 关税上升的可能性越大, 且关税波动上升的可能

幅度越大。 因此, 本文构造的指标确实度量了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

程度。
在测算过程中, 本文再按照出口产品占企业总出口额的贸易份额进行加权平

均, 进一步得到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TPUft = ∑ c∑ i

saleifct
saleft

×TPUict (18)

其中, saleifc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对目的国 (地区) c 出口产品 i 的金额, saleft 表示

企业 f 在 t 年的总出口额。 式 (18) 使用了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出口销售额权

重, 而企业可能基于对贸易政策变化的预期调整其出口决策, 从而导致内生性问

题。 为了解决这一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 TPUft 对年份变量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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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Uft =α0 +α1yeart +eft (19)
为剔除时间趋势的影响, 本文使用回归得到的残差作为后续回归中的企业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TPU_ residft ≡e︿ ft 。
2. 企业产品范围

本文使用三个变量衡量企业产品范围。 第一个是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 ( varie-
ty), 定义为企业 HS8 位码下出口产品的数量; 第二个是企业核心产品的销售份额,
定义为企业出口产品中销售份额最大的产品份额 (max); 第三个是参考 Lopresti
(2016) [22] 的研究, 借鉴 Herfindahl-HirschmanIndex 的方法构造企业出口产品的集

中度, 表示为产品多元化指数 (div):

divft = 1 - ∑
i∈Ωft

salesfti
∑ i∈Ωft

salesfti( )
2

 

(20)

其中, salesfti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 HS8 位码产品 i 的出口销售额, Ωf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的所有出口商品集合。 产品多元化指数越大, 表示企业出口的产品越多元化,
从而出口销售额在各个产品的分布也更加分散。

3.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特征会影响其出口产品范围决策, 因此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企业层

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来控制其他因素对产品范围的影响。 具体包括: (1)
规模 ( sizeft), 本文以企业的从业人数来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 (2) 贸易自由化程

度 ( tariffft), 由于出口目的国关税下降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对企业出口产品

范围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使用企业出口各产品面临的关税税率, 并以销售份额为权

重, 加权至企业层面, 对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行度量; (3) 年龄 (ageft), 用于控制

企业生产经验, 以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来衡量; (4) 所有制 ( soeft), 企业

所有制的不同会使其在投资决策的灵活性上有差异, 从而影响其产品范围的调整,
因此构造虚拟变量, 通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衡量企业是否是国有企业; (5) 生产

率 ( tfpft), 由于企业的生产率与其产品范围为正相关关系 (Bernard
 

et
 

al. ,
 

2010),
本文以 OP 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控制其对产品范围的影响; (6) 组织效率

( effft), 管理效率的差异会带来产品范围决策的差异 (Qiu
 

and
 

Yu,
 

2014) [24] , 本文

借鉴易靖韬和蒙双 (2018) 的方法, 采用 1 减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

业的组织管理效率; (7) 资本劳动比 (klft), 资本密集度通常与企业产品的附加

值、 品质等方面相关, 进而影响企业增加产品种类的成本和难易程度, 本文采用固

定资产总值与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8) 反倾销程度 (ADft),
除了关税壁垒, 反倾销、 反补贴等非关税壁垒也会影响企业对出口市场的调整, 因

此本文计算企业受到反倾销案件的产品—目的国 (地区) 数量来衡量企业当年面

临的非关税壁垒的程度。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为了避免异常值引起的估计

偏误, 本文对核心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种类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做了双侧

5%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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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arietyft 122
 

689 4. 3835 4. 0923 1 20

maxft 128
 

552 0. 7743 0. 2362 0. 0422 1

divft 128
 

552 0. 3003 0. 2841 0 0
 

. 9851

TPU_ residft 122
 

125 3. 72e-10 0. 2508 -0. 1999 0. 7349

tariffft(%) 128
 

552 6. 8068 12. 2697 0 543. 9

sizeft 128
 

552 444. 6594 1
 

786. 417 8 263
 

200

ageft 128
 

455 9. 5370 10. 79 0 168

soeft 128
 

552 0. 0665 0. 2491 0 1

tfpft 128
 

552 2. 0771 0. 9889 -13. 6981 6. 7753

effft 128
 

055 0. 9077 2. 0814 -555. 5 1. 3263

klft 128
 

552 104. 7021 340. 2338 0 72
 

396. 76

ADft 128
 

552 0. 4103 4. 4512 0 325

注: 本文对变量出口产品种类 varietyft 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TPU_ residft 均做了双侧 5%缩尾处理。

四、 计量模型与回归分析结果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范围的影响, 本文设定了以下计量方程:
Yft =β0 +β1TPU_ residft + X′γ +δd +δt +δindustry +δf +εft (2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Yft 为表示企业产品范围的三个变量 varietyft 、 maxft 和 divft 。
解释变量 TPU_ residft 为企业 f 在 t 年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X′ 为一系列控

制变量。 δd、 δt、 δindustry、 δf 分别代表城市、 年份、 CIC 二位码行业、 企业层面的固

定效应, εft 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直观, maxft 和 divft 均扩大 100 倍。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第 (1) — (3) 列展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

种类的影响。 第 (1) 列表明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时, 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指数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在 1%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 (2) 列进一步加入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 年份和 CIC2 位码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第 (3)
列考虑控制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并且将标准误在 CIC4 位码层面聚类, 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显著为正, 再次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缩少了企业的出

口产品范围。
表 2 第 (4) — (6) 列和第 (7) — (9) 列分别把被解释变量换成了企业核

心产品的销售份额和企业产品多元化指数, 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增加

企业核心产品的销售份额, 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多元化, 进一步验证了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下降会促使企业更加关注于核心产品出口的猜想。 除此之外, 本文单独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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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税水平对产品范围的影响①, 结果显示关税水平也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有一定

的影响, 目的国 (地区) 关税水平较低, 企业会缩小其出口产品范围, 关注核心产品

的出口。 与表 2 的结果相比, 加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之后关税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

著, 由此可知, 关税变动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

变动。

表 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变量
因变量: varietyft 因变量: maxft 因变量: divft

(1) (2) (3) (4) (5) (6) (7) (8) (9)

TPU_ residft
　 0. 1567∗∗∗ 　 0. 0972∗∗ 　 0. 7473∗∗∗　 -3. 2343∗∗∗　 -3. 1681∗∗∗　 -5. 4938∗∗∗　 4. 3191∗∗∗ 　 4. 2036∗∗∗　 7. 3265∗∗∗

(0. 0450) (0. 0513) (0. 1151) (0. 2657) (0. 3057) (0. 6775) (0. 3214) (0. 3691) (0. 7804)

tariffft
-0. 0017∗∗∗ -0. 0006 -0. 0117∗∗ -0. 0063 0. 0123∗ 0. 0046
(0. 0006) (0. 0027) (0. 0057) (0. 0276) (0. 0070) (0. 0313)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测值 116
 

304 85
 

825 95
 

401 122
 

125 90
 

075 101
 

468 122
 

125 90
 

075 101
 

468

R-squared 0. 0001 0. 1272 0. 7722 0. 0012 0. 1330 0. 7465 0. 0014 0. 1386 0. 7658

注: 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 第 (3)、 (6)、 (9) 列的稳健标准误在 CIC4 位码行业层面聚类;∗∗∗、∗∗和∗分别代表
1%、 5%和 10%的统计显著性, 下表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主要包括替换

贸易不确定指标, 缩短或者延长样本期限, 考虑进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使用更强

的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分析结果表明之前的基准实证结果

稳健②。
(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异质性作用效应分析

考虑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可能造成不同影响, 本部分

进一步讨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效应, 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示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对不同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
1. 融资约束

对于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来说, 其融资来源相对受限, 在调整产品范围的过程

中, 可能无法承担所需的成本, 因此这部分企业的出口范围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

影响也会有所不同。 借鉴易靖韬和蒙双 (2018) 的方法, 本文以流动资产与流动

负债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FC ft), 该值越小表示企业的融资约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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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于篇幅, 分析结果未列出,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

阅、 下载。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的所有结果未列出,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

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大。 将融资约束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
见表 3 第 (1) — (3) 列。 从回归结果看, 交互项的符号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

数的符号相同, 并统计显著, 说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

影响下, 其产品出口范围调整的幅度较小。
2. 生产率

企业生产率也会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的生产与投资决策。 对于高

生产率企业来说, 其资源配置效率较高, 因此调整产品范围的灵活程度更高, 能够通

过调整产品范围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变化。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 对于生产率较低

的企业而言, 净收益可能无法覆盖其增加产品种类的边际成本, 使得其产品范围调整

的幅度较小。 本文将企业生产率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

进行估计, 见表 3 第 (4) — (6) 列。 结果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核心产品

出口份额和产品多元化指数的影响在不同程度生产率的企业间是无差异的, 但相对于低

生产率企业, 高生产率企业更加关注产品种类的调整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

表 3　 异质性作用效应分析

变量
企业融资约束 企业生产率

(1) (2) (3) (4) (5) (6)
varietyft maxft divft varietyft maxft divft

TPU_ residft
0. 7401∗∗∗ -5. 4788∗∗∗ 7. 3121∗∗∗ 0. 3523 -6. 3484∗∗∗ 8. 5172∗∗∗

(0. 1136) (0. 6607) (0. 7693) (0. 2327) (1. 2345) (1. 4677)

FCft ×TPU_ residft
0. 0005∗∗∗ -0. 0021∗∗∗ 0. 0031∗∗∗

(0. 0001) (0. 0007) (0. 0008)

FCft
0. 0001∗ 0. 0001 0. 0001

(0. 0001) (0. 0003) (0. 0004)

tfpft ×TPU_ residft
0. 1917∗∗ 0. 4138 -0. 5765

(0. 0934) (0. 5744) (0. 6637)

tfpft
0. 3601∗∗∗ -0. 4206∗∗ 0. 7159∗∗∗ 0. 0015 -0. 4100∗∗ 0. 6967∗∗∗

(0. 0374) (0. 2041) (0. 2411) (0. 0034) (0. 2044) (0. 24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4
 

528 100
 

542 100
 

542 95
 

401 101
 

468 101
 

468

R-squared 0. 7724 0. 7468 0. 7660 0. 7722 0. 7465 0. 7658

注: 各列均控制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稳健标准误在 CIC4 位码行业层面聚类。

五、 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的理论分析指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主要通过

以下两种效应来实现: 一是风险分散效应, 二是竞争效应。 本文使用数据检验这两

个渠道是否存在。
(一) 风险分散效应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即关税波动的风险上升, 风险厌恶型企业为分散单个

产品的关税波动风险, 在进行资产分配和经营决策时会采取多元化的措施 (Hoang
 

et
 

al. , 2021) [25] ,从而增加出口产品的多样性。 而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 企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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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缩小产品范围来减少风险分散的行为。 企业生产产品价格的变化可以反映企业产

品篮子结构的变化, 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动的相关性变小, 说明企业的产

品结构中增大了与原本产品篮子不同的新产品, 这表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鼓励了企业

风险分散的行为。 因此, 本文使用企业出口产品间价格变动相关性变化来分析出口

企业的风险分散行为。 预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 企业会选择与之前产品价格

变动无关的新产品来扩大其出口范围, 从而分散原本产品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 本

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月度出口产品价格数据, 计算每年企业出口产品间价格变

动的相关性 (pricorft), 并构建计量模型估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间价格变

动相关性的影响①。 表 4 第 (1) 列结果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 企业会

选择价格变动相关性较低的出口产品组合, 这佐证了企业风险分散的行为。
(二) 竞争效应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企业出口面临的关税壁垒不确定性降低, 会带来更多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Handley
 

and
 

Limão, 2017), 从而加剧了市场竞争, 企业只有

聚焦生产率高的核心产品才能够在市场上生存 (Bernard
 

et
 

al. , 2011)。 基于理论

模型中命题 2 的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产品层面的价格指数, 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对价格指数的影响来检验竞争效应渠道。 表 4 第 (2) 列结果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下降会通过降低价格指数增强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 企业为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

力, 会更加关注其核心产品, 缩小企业产品范围。 该结论验证了竞争效应的渠道。

表 4　 影响渠道验证

变量
风险分散效应 竞争效应

(1) (2)
pricorft Pvct

TPU_ residft
-0. 0178∗∗∗

(0. 0052)

TPUict
4. 2558∗∗∗

(0. 6997)

tariffict
0. 0187

(0. 0121)

expquantityvct
-0. 000∗∗∗

(0. 000)
控制变量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HS8 位产业固定效应 否 是

目的国固定效应 否 是

年份-目的国固定效应 否 是

年份-HS8 位产业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 70
 

760 732
 

765
R-squared 0. 5024 0. 5962

注: ∗∗∗代表 1%的统计显著性。

201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6 期

①具体计算方法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

行为的影响。 基于风险厌恶型多产品企业的贸易模型, 揭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

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 分析了其作用机制, 并对其进行充分验证。
结果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缩小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 促进企业内资

源优化配置, 具体表现为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减少, 核心产品出口份额增加和出口产

品多元化程度降低。 本文还实证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的异质性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相对更多地缩小了融资约束较低以及生产率

较高的行业内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 此外, 本文还验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会

通过影响企业的风险分散效应和竞争效应来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
多产品企业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引领行业技术变革以及推动国际竞争力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对于风险厌恶型的多产品企业而言, 应充分认识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企业

产品结构布局调整的影响, 根据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调整生产和出口策略。 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 建议多产品企业更加专注于核心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强

化企业关键核心技术,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 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环

境稳定的优势, 进一步增强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 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

势转化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推动高质量产品出口;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

时, 尤其是近年来 “黑天鹅” 和 “灰犀牛” 事件频发, 建议多产品企业既要有防

范风险的意识, 灵活配置生产资料, 通过调整出口产品范围的方式来分散风险和提

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同时也应提前布局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约束, 注重生产率的提

升, 从而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对于政府而言, 一方面, 针对行业专精特新企业, 政府应深入了解这种类型多

产品企业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发展情况与实际需求, 针对性出台帮扶政策,
引导加快建设产品卓越、 品牌卓著、 创新领先和治理现代化的世界一流企业, 推动更

多的优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 政府应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区域与多

边合作, 防范、 减缓与化解国际经贸领域的风险, 例如, 正在申请加入的跨太平洋伙

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已经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继续实施

的 “一带一路” 倡议等, 以这种方式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充分发挥贸易协定对

于经贸规则的约束与整合作用, 防范政策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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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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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trade
 

model
 

based
 

on
 

risk-aversion
 

multi-product
 

fir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PU) on
 

the
 

export
 

product
 

scope
 

of
 

multi-product
 

firms
 

and
 

its
 

mechanism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
 

reduction
 

in
 

TPU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irms
 

specialized
 

production,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e-
crease

 

in
 

export
 

product
 

varieties,
 

the
 

increase
 

in
 

the
 

export
 

share
 

of
 

their
 

core
 

products
 

and
 

the
 

decline
 

in
 

export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
 

reduction
 

in
 

TPU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xport
 

product
 

scope
 

of
 

firms
 

with
 

low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higher
 

productivi-
ty.

 

TPU
 

affects
 

the
 

export
 

product
 

scope
 

of
 

firms
 

mainly
 

through
 

diversifying
 

risks
 

and
 

changing
 

competition
 

for
 

firms.
 

Our
 

conclusion
 

has
 

enlightening
 

implica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
 

and
 

adjust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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